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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进入

法治化发展的新阶段。海洋职业教育作为支撑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一些

不足，包括政府职责不清、配套制度缺位、资源保障不足、校企合作机制不畅等问题。本文立足法律条

文与制度结构，系统梳理海洋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分析其法治适配难点，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路

径，以期为提升法律执行效能、推动海洋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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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vised in 2022, officially desig-
nates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distinct type with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marking a new 
phase in its legal development. As a key pillar supporting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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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power, marine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encountered several challenges during the 
law’s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unclear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lack of supporting regu-
lations, inadequat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weak mechanisms for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Grounded in legal provision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re challenges faced by marine vocational education,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in legal adaptation, 
and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The study aims to offer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hancing legal implementation and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marin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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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加速推进教育强国、海洋强国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进程中，2022 年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教育法》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法首次将职业教育确立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的教育类型，

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进入法治化发展新阶段。在涉海领域，《职业教育法》实施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

层级的执行存在明显差异。海洋职业教育作为支撑海洋经济、服务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

在法律框架下实现体系化、规范化发展。从学术研究视角来看，学界对《职业教育法》的探讨多集中于

法条内涵解读与类型教育定位分析等方面，缺少针对海洋等特殊领域职业教育的专题研究。基于此，本

文以《职业教育法》为基本分析框架，聚焦海洋职业教育的发展实践，梳理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明确法治落实的重点难点，并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以期为职业教育法治建设与海洋教育高质量

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2. 《职业教育法》的制度结构与实施框架 

2.1. 法律定位：类型教育地位与国家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 年修订)第三条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

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1]。这一制度性表述突破了以

往职业教育“附属于普通教育”的法律定位，不仅确立了其作为独立教育类型的属性，更通过赋予基本

法意义，使其成为连接教育法体系与人才强国、产业转型等国家战略的法理接口[2]。 
法律文本对职业教育的界定不再局限于就业导向，而是明确其在“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

促进就业创业”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提出“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增强适应性”等政策目标。这既与“建设

技能型社会”“教育现代化”等国家战略相呼应，也为海洋经济等新兴领域提供了制度支撑[3]。特别是

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海洋职业教育亟需借助该法律类型的保障地位，实现从“行业培训”向

“类型教育”的转型，其后续的制度构建、职责划分及资源保障等均以此为规范基础。 

2.2. 管理体制：政府统筹、分级管理与多元办学机制 

《职业教育法》第六条至第九条构建了“政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为主、行业指导、校企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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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的治理格局，体现中央宏观引导与地方差异化推进的协同逻辑，是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

体现。 
在中央层面，第八条明确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规划职责，并通过职业教育工作协调机制，推

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形成“统筹协调 + 分部门执行”的横向协同模式，破解职能分散导致的资源

配置与人才标准不统一问题。地方层面突出“地方为主”原则，将省、市、县三级政府纳入实施链条，要

求其履行职责统筹与督导评估职能，为地方财政、产业与教育的协同治理提供制度依据，形成区域特色

职业教育发展基础。第九条创设“多元办学”机制，赋予企业、行业组织等社会力量平等办学主体地位，

通过法定化方式确立企业“重要办学主体”定位，推动形成产教深度融合的治理结构。企业既享有举办

职业教育机构的权利，也需承担相应法定义务，成为职业教育责任共同体的核心组成。 
从法理视角看，该体制呈现“多中心治理”特征：通过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及职责法定化设计，

提升职业教育体系的环境适应性。这对涉海职业教育具有特殊价值——因其面临多部门职能交叉、区域

发展不均衡等困境，需依托中央与地方纵向协同、多元主体横向联动的制度体系，实现治理资源整合与

发展目标统筹推进[4]。 

2.3. 教育体系：中高职贯通与学分转化制度建设 

《职业教育法》第十四至十七条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确立“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

培训并重、中高职纵向贯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的制度架构，通过分层分类学分转换体系，

破解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路径不畅、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衔接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第十四条明确国家建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结

构优化、资源统筹层面实现制度衔接。该规范从法律层面重构职业教育社会认知基础，通过赋予其与普

通教育同等发展空间，为中高职贯通及职业本科教育提供规范依据。 
第十五条界定职业学校教育层次结构，涵盖中职、高职与职业本科，明确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

入高职序列，并允许普通高校实施职业教育。这一设计拓展职业教育供给主体范围，为海洋渔业、海事

工程等涉海产业提供与技能层级相适配的教育层级，满足涉海人才技能与学历双重提升需求。 
第十六至十七条首次确立“学习成果认证、积累和转换机制”，提出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

构建不同类型学习活动的纵横衔接路径。通过将职业培训成果转化为学历教育学分，该制度增强职业教

育适应性与开放性，拓展教育公平实现路径。 
对涉海职业教育而言，上述制度具有特殊价值：涉海行业存在从海员到海洋工程师的显著人才梯度

需求，且长期存在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割裂的矛盾。法律构建的中高职贯通与学分转化机制，为解决该

矛盾提供制度基础，推动形成统一规范、支持终身学习的海洋职业教育体系。 

2.4. 教育实施：专业目录、教材建设与人才标准制定 

在职业教育法治体系中，教育实施机制直接关系到法律意图的落地转化。《职业教育法》第二十条

至第二十三条围绕专业目录制定、教材标准建设、人才需求对接及行业参与机制等核心要素，构建职业

教育内容供给与质量管理的制度体系，推动职业教育实施从政策驱动向法治规范转型。 
第二十条明确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职业教育特性，组织制

定和修订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完善教学标准并指导教材建设的职权。该规范确立专业设置与教材开发的

中央统一规划机制，强调职业教育内容需与经济结构升级及社会需求动态适配。此制度设计对涉海职业

教育具有特殊规范价值——伴随海洋科技、智能航运、深海开发等新兴产业发展，现行涉海专业设置存

在体系老化、技能培养与综合素养培育失衡等结构性问题，需通过专业目录适时修订与教材内容动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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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现教育内容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升级。 
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构建“地方政府主导、行业指导参与”的教育实施机制。其中，第二十一

条要求地方各级政府举办或参与举办骨干示范性职业学校与培训机构，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质量职

业教育机构；第二十二条赋予县级政府设立“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权力，使其成为区域教育资源整合

与教学服务的功能性平台。对于沿海地区的涉海职业教育，该机制为地方政府结合区域海洋产业布局，

系统规划与投资涉海职业教育项目提供制度依据，促进法治规范与地方执行的协同联动。 
第二十三条进一步规定，行业主管部门与行业组织可基于人才需求，参与专业目录与标准制定、开

展人才预测与信息咨询、联合举办职业教育机构。该规范从制度层面保障产教对接与校企协同机制运行。

在技术迭代迅速的涉海领域，此制度通过推动专业设置与行业标准同步更新，强化教育供给与就业需求

的精准匹配，助力构建“供需对称型”人才培养体系。 

3. 海洋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法治实践 

3.1. 类型划分与区域分布：海洋职教的结构性特征 

海洋职业教育是指面向海洋经济发展需求，以培养具备专业技能、技术应用能力与职业素养的海洋

类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的职业教育类型。其主要服务对象包括海洋运输、海洋工程、海洋渔业、海洋资

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事服务等产业，涵盖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及与之相衔接的职业

培训体系，是支撑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教育形式[5]。 
从教育类型看，其专业化分类体系包括：(1) 交通运输类(航海技术、船舶驾驶等)；(2) 装备制造与

工程类(船舶工程、海洋工程技术等)；(3) 资源开发类(海洋油气勘探、渔业养殖等)；(4) 生态与环境类(海
洋生态保护、监测工程等)；(5) 服务与管理类(海事管理、海洋旅游等)。这些专业在中高职层次均有布局，

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因产业需求形成差异化设置，体现显著的行业依赖性[6]。 
空间分布上，海洋职教资源呈现“沿海集中、层级分明”特征：山东、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集聚

区，如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海洋工程系、湛江职业学院现代渔业试点，中西部则以海洋常识教育及涉水安

全服务类专业为主[7]。当前已形成多层次区域发展架构，但存在区域差异显著、专业与产业适配不足、

实践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亟需依托《职业教育法》“政府统筹”模式优化空间布局。 

3.2. 法律实施现状：实践映射与制度执行偏差 

2022 年《职业教育法》修订施行后，法律对职业教育的规范引导作用逐步显现，部分涉海职业院校

基于新法精神调整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及校企合作机制，体现法治框架的制度性推动。但在实施中

仍存在多重制度性障碍，尤其在制度细则配套、主体责任履行及资源保障机制等方面存在执行偏差，导

致法律效能在海洋职业教育领域的转化受阻。 
在法律制度执行意识层面，部分涉海职业院校对新法的理解与适用仍处于初级阶段。尽管《职业教

育法》第三条至第四条明确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与育人理念，但部分院校仍延续传统“技能导向”模式，

未能将“德技并修”“产教融合”理念充分融入教学。具体表现为课程体系中实践操作模块占比偏重，综

合素质培养模块薄弱，职业道德教育尚未形成系统性教学体系。 
专业设置与课程开发层面，新法第三十六条赋予学校专业建设自主权，但多数涉海职业院校仍依赖

上级主管部门专业目录，未建立基于行业变革的动态调整机制。同时，第二十条关于教学标准与教材建

设的规定在涉海领域缺乏针对性细则，导致教材内容更新滞后于技术迭代，新兴技术知识覆盖率不足。 
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机制建设方面，法律第四十条明确职业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义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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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规定合作协议、财务激励及质量评价机制。但海洋职业教育中，部分院校面临企

业参与深度不足、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合作多停留在“订单培养”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人才共

育、过程共管的深层次融合模式。 
教育资源与法律保障维度，海洋职业教育对实训基地、教学船舶等硬件条件依赖性强。《职业教育

法》第二十九条、第五十四条虽对实训基地与经费保障作出原则性规定，但执行中存在政策落地偏差，

表现为财政拨款标准体系不完善、社会资本参与机制不健全，制约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3.3. 区域案例解构：沿海地区的差异化实施样态 

沿海省份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其涉海职业教育布局与发展呈现领先态势。《职业教育法》

施行后，各省份基于法律条文开展制度建设、院校发展与产教融合的实践探索，在法条理解、政策配套、

资源整合及实践路径等维度形成差异化实施样态，反映出法律实施过程中“地区落实不均衡”的客观特

征。 
山东省依托“海洋强省”战略优势，构建系统性的海洋职教支持体系。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青岛远

洋船员职业学院等院校，依据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关于专业目录动态调整与行业参与的规定，与地方

海事局、远洋运输集团共建“蓝色航运”“智慧渔业”等新兴专业方向，推动形成行业需求导向的专业调

整机制。该省通过地方立法与专项财政投入，严格落实第二十九条实训基地建设要求，建成“海洋工程

实训中心”“智能船舶实训基地”等标志性项目，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匹配。 
福建省虽具备海洋产业发展基础，但法律实施中暴露政策碎片化与资源配置失衡问题。福州海洋职

业技术学院开设的深水养殖、海洋环保等专业，因专业目录更新滞后于第二十条规范要求，课程内容难

以适配蓝色经济对新技术的需求。部分县市在执行第二十一条政府主办职业院校规定时，海洋职教资源

投入不足，导致校企合作推进迟缓、企业参与度偏低、实训条件匮乏，未能完全满足“产教融合”“实习

实训”的法律要求。 
广东省在产教融合领域积极落实第四十条至第四十一条规定，湛江、珠海等地海洋职业院校引入海

洋工程企业共建专业，联合设立技术研发中心，形成“教学与生产共构、人才与岗位对接”的深度融合

模式。但该省在质量评价体系建设中存在一些短板：尚未建立针对涉海专业的独立评估指标，未能全面

落实第四十三条“就业导向、质量监督”要求，评估机制以定性反馈为主，缺乏量化工具与第三方评估

主体参与[8]。 

3.4. 制度适配需求：海洋职教的新型发展诉求 

伴随我国海洋经济结构转型与“海洋强国”战略深入推进，海洋职业教育作为蓝色产业技术技能人

才供给的重要载体，其战略地位持续提升。《职业教育法》虽构建了宏观制度框架，但海洋领域的技术

复杂性、专业迭代速率与区域资源差异，对法律实施提出多元、精细且具前瞻性的制度适配要求。 
专业设置的动态响应与目录调整机制。《职业教育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确立专业目录动态管

理原则，但海洋产业技术革新加速，如深海养殖、智慧船舶、蓝色碳汇等新兴业态崛起，传统渔业、航运

类专业已难以满足人才需求。亟需构建快速响应的专业备案机制，允许地方院校在充分行业调研基础上，

试点设立跨学科复合型专业，并通过行业参与课程指导的制度设计，推动教学内容与技术前沿同步更新。 
实习实训资源的定向保障与合规运行机制。第二十九条提出建设高水平实训基地的要求，但海洋职

教实训资源具有显著行业依赖性，如船舶驾驶、海洋观测等领域对高风险重装备的需求。当前院校在经

费、场地、安全监管等方面存在制约，亟待法律配套细则细化行业类实训资源的财政补贴标准、政策优

惠与安全监管规范，构建合规性运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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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职衔接与学历提升的贯通培养机制。第十四至十七条构建职业教育融通体系，但海洋领域中职

毕业生面临升学渠道有限、学历提升壁垒高的困境，尚未形成“中职–高职–本科–专业硕士”的清晰

通道。海洋产业升级对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与现行学历技能转换机制模糊的结构性矛盾，客观要

求法律层面推进学业成果互认体系与职教本硕衔接通道的系统设计。 
地方政府统筹职责的法治化监管机制。第六至八条明确地方政府统筹职责，但海洋职教因专业特殊

性与高投资门槛易被边缘化。需强化法治化监管：通过设立法定目标责任制、资金绩效考核机制、人才

产业对接评估制度，推动地方政府将海洋职教纳入区域海洋经济战略统筹，实现职责刚性落实与问责机

制有效运行。 

4. 《职业教育法》实施中的制度性问题 

4.1. 地方政府职责履行的法治困境与协同治理短板 

《职业教育法》第八条通过构建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

门的职责分工，并要求省、市、县三级政府履行职业教育统筹协调职能；第五十五条确立“事权与支出

责任相适应”原则，对职业教育经费保障与预算绩效管理作出制度设计。该规范体系旨在构建纵向贯通、

横向协同的多级治理框架[9]。而在海洋职业教育领域，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凸显出职责界定模糊、财政

保障失衡、监督机制弱化等结构性矛盾，形成法律实施的系统性阻滞。 
职责法定化层面的界定模糊问题。市、县级政府尚未建立清晰的职业教育职责清单体系，普遍存在

将职业教育视为教育行政部门从属事务的认知偏差，未能将其纳入区域海洋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协同

治理框架。部分沿海地区教育、发展改革、财政、人社等部门间存在职能交叉与协同机制失效现象，导

致《职业教育法》强调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机制缺乏可操作的执行路径。 
财政保障机制的实施偏差问题。在财政资源配置维度，第五十五条确立的经费保障原则在多数地区，

尤其是中西部及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落实偏差。海洋职业教育面临资金供给结构性短缺、拨款周期

滞后于教学需求、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等问题，部分地区将高等职业院校及涉海实训项目列为财政“非

优先保障范畴”，导致第二十九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实训基地建设与经费保障要求难以落地。 
监督问责机制的功能性缺位问题。《职业教育法》第八条虽要求明确设区的市、县级政府职业教育

具体职责，但未建立系统的职责清单、考核指标与问责机制。这一机制性缺位导致地方政府在教育资源

配置中存在显著的普通教育资源配置偏好，海洋职业教育因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行业特性，在地

方治理实践中被边缘化问题尤为突出。 

4.2. 职业教育纵向贯通的标准体系梗阻困境 

《职业教育法》第十五条构建职业教育层次分类体系，明确中职、高职及职业本科的衔接路径，并

提出“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入高等职业学校序列”的制度设计；第十七条进一步确立学习成果“认

证、积累和转换”机制，试图通过国家学分银行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壁垒。然而在海洋职业

教育领域，该体系因标准体系缺位与机制运行失灵，形成“制度设计–实践落地”的转化断层，成为制

约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瓶颈。 
衔接路径的制度设计结构性失衡。海洋职业教育领域，中职阶段侧重基础技能训练，如船舶驾驶实

操；高职阶段强调应用技术集成，如智能航运系统操作，但二者在课程体系衔接、实训标准统一、评价

方式衔接等方面缺乏制度联动，造成学生升学过程中面临“课程重复修读–成绩跨校不认–技能进阶断

档”的系统性梗阻。 
学分转化机制的标准化建构滞后。当前职业教育领域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学分标准，校际、区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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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互认机制缺位，企业培训、职业资格证书等非学历成果向学历教育学分的转化路径模糊。在海洋职

教中，持有“远洋捕捞作业资格证书”的从业者，其 200 学时的专业培训成果无法转化为高职院校水产

养殖专业学分，导致技能人才学历提升通道受阻。国家学分银行虽已启动建设，但尚未形成针对海洋行

业的专属学分兑换目录，难以支撑培训与学历的双向转化需求。 
衔接质量保障体系的功能性缺位。部分高职院校虽开设“中高职衔接实验班”，但课程对接方案、

师资配置标准、教学评价体系多由院校自主设定，缺乏法律授权的统一规范。“标准真空”状态直接导

致海洋技术人才培养出现技能等级与学历层次不匹配现象，即部分高职毕业生虽具备高级船员操作能力，

但因中职阶段课程未对接行业标准，难以通过学历提升获取职业资格进阶机会，最终制约海洋产业人才

结构升级。 

4.3. 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行使困境与校企协同机制障碍 

《职业教育法》第三十六条赋予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课程制定、学制调整等办学自主权，第四十条

至第四十一条确立校企合作的法定地位，明确收益分配、税收优惠等激励机制。该制度设计旨在构建学

校自主、校企协同的治理格局，但在海洋职业教育领域，因制度环境滞后性、政策执行偏离及利益协调

失灵，形成法律赋权但实践受限的实施断层现象。 
专业设置自主权的行政规制困境。法律虽明确学校“依法自主设置专业”的权利，但地方政府普遍

实行目录管理与多级审批制，导致海洋职业院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失灵。院校新增智慧渔业、海洋新能

源等新兴专业时，需经教育行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多级审核，平均审批周期达 8~12 个月，标准模糊

且流程繁琐。 
校企合作机制的浅表化运行态势。尽管第四十条从法律层面确立校企合作的法定地位，但海洋职业

教育领域的合作多停留在订单培养与实习安置的初级阶段，深层协同机制缺失。这种浅层合作源于双重

制度性因素：一方面，法律未明确校企在人才培养中的权责划分标准；另一方面，海洋企业的高风险属

性导致参与意愿低下，形成学校主动、企业规避的非对称合作格局。 
经济激励政策的执行性失真问题。《职业教育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校企合作税收优惠、收益分配等

经济激励措施，在实践中因配套细则缺失而难以落实。院校在处理合作收入时，面临财务报销流程模糊、

绩效奖励政策不明等操作障碍，同时，地方政府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税收减免标准不统一。这种政策

执行偏差导致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形成政策供给与利益回馈之间的激励断层。 
行业特性衍生的协同治理悖论。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一方面，海洋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比较高，其

抗风险能力较弱，对合作中的安全责任保险、事故赔偿机制等成本要素高度敏感；另一方面，船舶自动

化控制、深海机器人操作等专业实训需专用设备，院校因生均实训经费不足，难以满足企业化生产标准。

这种行业特性与制度供给的错配，导致“校中厂”模式落地率较低，形成“学校受制于经费”“企业顾虑

于安全”的锁定效应，严重制约第四十一条“产教融合”条款的实践转化[10]。 

4.4. 实习实训治理的法律风险与监管机制失灵 

《职业教育法》第五十条明确实习单位需保障学生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等合法权益，要求签订实习

协议并支付适当报酬；第六十六条对违法组织实习行为设定法律责任。该制度设计旨在构建实习实训的

法治保障体系，但在海洋职业教育领域，因制度执行异化、监管体系碎片化及安全防控失效，形成制度

预设效能与实践运行效果的偏离。 
实习岗位安排的法治化执行偏差。海洋职业院校实习管理存在显著的“用工化”倾向，违背第五十

条权益保障原则。部分院校未与实习单位签订规范协议，学生在安全责任未明确的情况下进入远洋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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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平台等高风险岗位。这种“以工代训”模式导致学生休息权、报酬获取权等权益受损，反映出实习

管理中法治意识淡漠与制度执行缺位的双重问题。从法律规制理论看，该现象本质是职业教育实习属性

与劳动用工属性的界定模糊，导致“教育性实训”异化为“生产性用工”。 
实习组织方式的合规性风险传导。法律第六十六条明确禁止通过非法中介组织实习，但一些海洋职

业院校仍委托无资质机构安排实习岗位，形成监管套利。多层委托模式不仅导致责任主体模糊(学校、中

介、实习单位相互推诿)，更因跨境司法管辖障碍加剧维权难度，形成“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恶

性循环。 
监管协同机制的系统性失灵格局。根据第六十六条，教育、人社等部门均为监管主体，但实践中职

责划分模糊：教育部门侧重院校管理，人社部门聚焦劳动权益，海事部门负责特殊岗位资质，形成监管

碎片化。部分地区未实施实习信息备案制度，使得一些实习纠纷在事发后才被发现。“事后处置”模式

缺乏事前风险预警和事中动态监管，致使法律规定的监管职能严重弱化。 
安全教育体系的形式化运行困境。海洋职业院校安全教育存在显著的“形式化”倾向，少数院校未

开设系统的实习安全课程，以岗前培训替代常态化教育。深海作业实习事故分析表明，大部分受伤学生

不了解《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实习生权益保护的具体条款，甚至有些学生未接受过应急救援演练。

安全教育缺失导致学生法律意识淡薄、风险防控能力不足[11]。 

4.5. 海洋职业教育特殊标准与通用法治的适配性 

《职业教育法》通过第十五条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层次体系，明确技师学院纳入高职序列；第二条与

第十六条确立继续教育、职业培训的法律地位。这些制度设计虽搭建了职业教育的通用法治框架，但在

海洋领域，法律规范的普适性与行业需求的特殊性间形成显著的制度适配性张力[12]。 
高等海洋职业教育的制度定位偏差。法律虽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但缺乏海洋高端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的专属条款，致使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未能形成差异化规范。以《职业教育法》第三十六条赋予

的专业自主权为例，由于未针对深海装备维护、蓝色碳汇技术等新兴领域设定课程灵活性标准，院校在

开设“海洋工程 + 智能控制”等跨界专业时，需遵循普通工科专业审批流程，导致课程体系更新滞后于

技术迭代周期 2~3 年。这种制度错位使得涉海职业教育难以满足海洋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海洋职业继续教育的法律框架碎片化。当前，海洋职业继续教育尚未建立统一的资质认定标准、质

量评估体系及学习成果转化机制。以远洋捕捞再培训为例，培训内容缺乏全国性大纲，大部分社会培训

机构未通过海事部门资质认证，导致学员获取的“远洋作业证书”难以获得国际航运企业认可。培训与

学历转化机制的模糊性，使得持有“高级船员适任证书”的从业者，其专业培训学时无法有效兑换为高

职学分，阻碍了技能人才的学历提升。 
多层级教育衔接的标准协同缺失。国家学分银行尚未建立海洋行业资格证书对应学历学分的兑换机

制，导致中职、高职、本科纵向贯通教育与技能学历双向转化进程相互割裂。这种标准协同机制的缺失，

使海洋技术技能人才在升学及职业发展中遭遇学习成果认证障碍与晋升通道阻滞等现实问题[13]。 
海洋职业教育国际标准衔接的法治缺位。第十三条虽对教育对外交流作出原则性规定，但未涵盖海

洋国际职业资质互认、跨境海员继续教育等领域。由于缺乏国际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制度适配的法律机

制，职业院校涉外培训项目因未纳入法定监管体系，难以获得国际海事组织(IMO)认证。 

5. 海洋职业教育法治化的优化路径构建 

面对《职业教育法》在海洋职业教育实践中显现的制度性梗阻与实施困境，需以法条原旨为基点，

耦合海洋教育的行业特性与发展语境，从治理架构重塑、制度细则创设、资源保障强化、法治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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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维度构建系统化优化路径，以提升法律实施效能，实现制度供给与教育需求的协同适配。 

5.1. 明确地方职责与执行机制 

针对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法》执行中职责不清、权责脱节的问题，应建立“责任链 + 任务包 + 绩
效表”一体化的执行机制。在制度设计上，需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厘清地方党委政府与各相关职

能部门在海洋职业教育中的职责分工，并将其纳入“法定教育责任清单”。在具体操作中，建议分级制

定“年度发展任务包”，将政策目标具体化为可评估的指标(如新增专业点数量、实训基地建设情况、就

业匹配率等)，并通过设立绩效考核体系与财政激励机制，将法律责任转化为现实压力与行为动因，从而

有效打通制度设计与行政执行之间的落实通道。 

5.2. 构建分层分类的海洋专业标准体系 

海洋职业教育专业门类特殊、更新周期短，但当前《职业教育法》尚未针对其特点建立系统的标准

指引，导致专业建设滞后、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脱节。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议构建“国家–区域–行业”

三级标准体系：由国家层面制定《海洋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试行)》，设置大类方向与核心课程；省级层面

根据本地海洋产业结构细化补充专业标准；行业层面由船舶、渔业、海工等企业协会共同制定“岗位能

力模型 + 教学模块 + 实训规范”的技术指南。该体系不仅保障了专业建设的法理规范性，还为地方快

速响应蓝色经济新需求、推动特色海洋职教改革提供了制度支撑。 

5.3. 推进校企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强调的重要制度抓手，但当前在涉海领域仍存在

法律关系不清、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为此，应建立“合作协议三件套”制度，包括《联合培养

协议》《企业导师协议》和《成果归属协议》等标准化模板，确保合作各方权利义务明确、合作可持续。

同时，构建财政激励“双账户”机制，即设立“合作成效账户”用于绩效拨款，“企业减免账户”用于落

实税收优惠及专项补助，以此调动企业参与积极性。此外，还应建立风险共担基金，为校企合作中可能

出现的设备损耗、法律纠纷、安全责任等问题提供兜底保障，从而推动合作向“深层协同、共育共管”转

型[14]。 

5.4. 建设学习成果转化平台，畅通成长路径 

针对海洋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分散、路径断裂等问题，亟需在《职业教育法》第十七条基础上，构建

全国统一的“学习成果转化平台”，实现不同层次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与流通。该平台应包括三个核

心模块：一是“成果认证”，通过技术标准匹配将职业资格证书、岗位培训成果与学历教育课程建立转

换关系；二是“学分匹配”，依据国家学分银行框架，实现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之间的学分认定和转换；

三是“通道衔接”，设置绿色升学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免试进入高职、本科或继续教育体系

继续深造。此举不仅有利于增强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柔性，也推动终身学习理念在涉海职教体系中的制

度化落地。 

5.5. 强化实习监管与法治反馈机制 

在《职业教育法》第五十条、第六十六条的指导下，应进一步完善实习实训环节的法治保障与风险

监管机制。建议构建“学校主责–政府监管–社会评价”的三位一体监督体系，推动实习协议备案、岗

位资质审核、安全责任认定和权益申诉机制的制度化。同时，应通过建立“海洋职业教育法治执行信息

平台”，实现实习信息公开、监管数据动态更新、问题线索实时推送，提升监管效能。鼓励行业协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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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家长和社会公众参与质量评估，发挥外部监督力量，形成责任明晰、反馈及时、问责有力的监管闭环，

以确保实习质量与学生权益“双保障”，将法律精神真正落地于职业教育实践中[15]。 
本研究以《职业教育法》的实施为视角，聚焦海洋职业教育领域，尝试探讨法律制度在具体领域落

地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通过条文梳理与实践分析，初步指出当前在政府职责划分、专业标准

建设、校企合作机制以及实习监管体系等方面尚存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旨在为后续制度完善与法治实践提供参考。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仍存在研究范围有限、实证支撑不足等

局限，相关问题有待在更大范围、更长期的观察中进一步论证。期待未来在法律制度与职业教育发展之

间，形成更加协调与高效的互动机制。 

参考文献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Z]. 2022-04-20(2022-05-01 施行).  

[2] 刘昂. 新职业教育法的法律地位及其实践指导意义[J].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2024(3): 94-99.  

[3] 高建东. 从形式诉求到实质要义: 新《职业教育法》解读[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19): 19-27+61.  

[4] 俞启定, 邢晖, 曹晔, 等.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系列解读[J]. 教育与职业, 2022(12): 9-19.  

[5] 黄旭升, 翟洪英, 李之慧, 等. 职业教育法修订研究综述[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8(12): 27-29.  

[6] 吕建强, 任君庆. 赋权与增能: 新《职业教育法》保障学生权益的内涵解读[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34): 17-
21+84.  

[7] 张冠男, 陈笔澄. 海洋产业高端化背景下海洋高等职业教育层次能级提升研究[J]. 航海教育研究, 2024, 41(2): 
19-25.  

[8] 李燕. 海洋资源产业大开发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J]. 教育与职业, 2019(9): 49-54.  

[9] 王蕾蕾. 青岛近代海洋教育研究(1922-1937) [D]: [硕士学位论文]. 青岛: 青岛大学, 2023.  

[10] 周娜. 新《职业教育法》下广东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发展研究[J]. 高等建筑教育, 2025, 34(3): 32-41.  

[11] 沈雯.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困境与出路——基于新《职业教育法》修订内容的研究[J]. 潍坊工程职业

学院学报, 2024, 37(4): 63-70. 

[12] 《职业教育法》修订——新法解读与落实建议[J]. 教育科学论坛, 2022(24): 3-6.  

[13] 杨婷. 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探析[J]. 法制博览, 2025(5): 27-29.  

[14] 余音, 李勃. 政府对产教融合管理监督职能的定位及作用策略的反思——基于新《职业教育法》的视角分析[J].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 2025, 36(1): 7-12.  

[15] 吴秀琴. 新职业教育法实施监督体系构建探研[J].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26(4): 77-83.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7212

	《职业教育法》实施视域下海洋职教的法治化问题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Legalization Challenges of Marine-Rela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职业教育法》的制度结构与实施框架
	2.1. 法律定位：类型教育地位与国家战略
	2.2. 管理体制：政府统筹、分级管理与多元办学机制
	2.3. 教育体系：中高职贯通与学分转化制度建设
	2.4. 教育实施：专业目录、教材建设与人才标准制定

	3. 海洋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法治实践
	3.1. 类型划分与区域分布：海洋职教的结构性特征
	3.2. 法律实施现状：实践映射与制度执行偏差
	3.3. 区域案例解构：沿海地区的差异化实施样态
	3.4. 制度适配需求：海洋职教的新型发展诉求

	4. 《职业教育法》实施中的制度性问题
	4.1. 地方政府职责履行的法治困境与协同治理短板
	4.2. 职业教育纵向贯通的标准体系梗阻困境
	4.3. 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行使困境与校企协同机制障碍
	4.4. 实习实训治理的法律风险与监管机制失灵
	4.5. 海洋职业教育特殊标准与通用法治的适配性

	5. 海洋职业教育法治化的优化路径构建
	5.1. 明确地方职责与执行机制
	5.2. 构建分层分类的海洋专业标准体系
	5.3. 推进校企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5.4. 建设学习成果转化平台，畅通成长路径
	5.5. 强化实习监管与法治反馈机制

	参考文献

